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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南岭４省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然而发展中环境问题也日渐突出。如何在
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目前学术热点之一。以农业物质（农村用电、农用柴油、化

肥、农膜、农药）投入为基础数据，测算南岭４省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的农业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农业碳排放总量变化分为
高速增长阶段、波动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农业碳排放强度呈波动性增长。此外，南岭４省农业碳排放总量的组
成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区域地理特点和农业机械化对碳排放组成结构及总量有很大的影响，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碳排放强度，人口总数对碳排放量影响最大。立足于当地的自然禀赋，着力打造各地特色的低碳农业；优化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强碳排放管理和考核，研究建立碳排放总量的控制制度，逐步实现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

控”，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南岭４省农业减排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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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１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
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 ＣＯ２等多种温室气体。
全球变暖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如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

面上升等，不仅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还威胁人类的食物

供应和居住环境。减少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学者、

专家以及国家领导人共同关注的话题。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２日于
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宣布，中国将在 ２０２０年前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强度。
“十二五”规划提出，５年期间全国碳排放强度要下降１７％。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ｎｅｌ
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第４次评估报告显示，在全球碳排放
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是最大的“元凶”，约占碳排放总量

的５６．６％；其次，农业是第二大“元凶”，约占碳排放总量的
３３．３％［１］。目前，温室效应已经产生，全球气候发生变化，我

国北方雾霾天气严重。本研究以南岭４省区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
农业生产过程中农用物资的消费总量为基础数据，利用数理

计算模型估算农业碳排放量和农业碳排放强度及其两者的变

化情况，运用计量分析模型分析比较这４个省的碳排放量与
人口、人均ＧＤＰ等因素的联动关系，为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
提供具有实际效用的参考和依据，从而形成高效利用能源、积

极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ＧＤＰ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区域概况
南岭 ４省 （区）位于我国长江以南，区域面积是

７９．５２万ｋｍ２，约占国土面积的８．２５％。地貌上属山地丘陵
性地貌，耕地面积是１３６６．４７万 ｈｍ２，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１１．２３％。这一地区人口总量为２６４１９万人，约占全国总人
口的 １９．５１％。这一区域南邻中国华南沿海，位于东经
１０４°２６′～１１８°２８′、北纬２０°５４′～３０°２４′之间，北回归线横贯
全区。受极地大陆气团和热带海洋气团的交替影响，全区大

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年降水量充沛，干

湿分明，季节变化不明显，日照适中，冬少夏多。比较适合农

作物生产，因此自古以来就享有“九州粮仓”“鱼米之乡”的

美称。主要农产品在中国占有重要位置，是主要的产稻区、产

蔗区和产茶区。其中，湖南水稻产量居中国第１位、油菜籽产
量居中国第１位，广西甘蔗产量居中国第１位，著名土特产有
黄花、棉花、湘莲、生姜、辣椒、油茶、油菜籽、花生、芝麻和各类

水果等。２０１２年湖南、江西、广西３省（区）农业产值占各省
生产总值（ＧＤＰ）的１３６％、１１．８％、１６．７％；相比之下，广东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各种优惠政

策，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大力发展工业，其

工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更高，农业产值只占其 ＧＰＤ的５％。
区域农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大量的农业物质消耗，２０１２
年南岭 ４省共投入使用农用柴油 ２０５．５万 ｔ、农村用电
１４４５．６亿ｋＷ·ｈ、化肥１０５２４．３万ｔ（按折纯法计算）、农膜
３５１８８０万ｔ、农药４０５０５５万ｔ。
１．２　数据来源

南岭４省的年均火力发电比重数据收集整理于《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３），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的农业用电量、农
膜、农药、柴油及化肥（按折纯法计算）数据收集整理于《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各省的人口数量、人均 ＧＤＰ、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数据等基本数据均来源于各省的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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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江西省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３）、《湖南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广东省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广西统
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农业贡献值、农用机械总动力、农户
固定资产投资均收集整理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２　模型的构建

２．１　农业碳排放量的估算模型
农业碳排放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农业火力发电、

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质投入消耗所导致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现在主流的碳排放量估算方法是基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

主要认为农业生态的主要碳排放来自农业、化肥、农膜以及柴

油等物质的使用所造成的。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农业碳排

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１）化肥的使用。化肥使用过
程会排放一氧化二氮、甲烷等温室气体，同时化肥的生产、运

输过程将会产生碳排放。（２）农药的使用。包括其在生产运
输过程中的碳排放。（３）农膜的使用。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碳
排放。（４）直接消耗的化石燃料的碳排放。这里指农用火电
和柴油的燃烧所释放的碳，主要用于农机设备的运输与灌溉

设备使用。（５）农耕过程中土壤有机碳的遗失。（６）农作物
秸秆的燃烧。结合南岭４省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等特点，从
农业总体物质投入的角度来分析碳排放量，选择农业碳排放

来源为农用柴油及农村用电、化肥、农膜、农药５个方面。借
鉴前人的碳排放系数，利用农业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对南岭４
省的农业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具体的估算模型如下：

Ｅ＝∑（ｉ×ｅｉ）。
其中：Ｅ是指农业碳排放总量；ｉ是第 ｉ种产生碳排放物质系
数；ｅｉ是指第ｉ种物质消费量。其中，ｉ主要直接来自于一些
经典文献的测试，而后被普遍接受误差较小的碳排放系数。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碳排放影响因素为农村用电，主要分

为２部分，一部分为新兴能源如风电、水电、核电等，基本上不
排放温室气体；另一部分为火电，主要是使用化石燃料燃烧发

电，这部分电量会排放温室气体。农村用电而导致的碳排放

系数为０．２７２０ｋｇ／（ｋＷ·ｈ）［２－４］，在统计农村用电碳排放量
时，将农村用电量、火电比重、煤的碳排放系数、单位电量耗煤

量相乘。结合岭南４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４省历
年平均火电比重为６９．３９％。使用化肥而导致的碳排放系数
为０．８９５６ｋｇ／ｋｇ；使用农药而导致的碳排放系数为
４９３４０ｋｇ／ｋｇ；农膜产品的碳排放系数为５．１８００ｋｇ／ｋｇ；农
用柴油的碳排放系数为０．５９２７ｋｇ／ｋｇ。
２．２　农业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强度问题的提出印证了中国近年来在节能减排与

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一个演变过程，即由最早的能源强度向碳

排放量转变，进而向碳排放强度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也反映

在国家的“十一五”到“十二五”规划中节能减排由单纯的节

能向节能与减排综合性目标转变［３］。农业碳排放强度为农

业碳排放总量与区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主要受能源

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能源强

度的影响效应最明显，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较小且波动

性较大［４］。

２．３　碳排放驱动分析模型
Ｙｏｒｋ等提出的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ｓｔｏ

ｃｈａｓｔ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ｓｂｙ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ＩＲＰＡＴ）通过对人口、财产、技术３个自变量和因变
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是建立人文因素与环境影响水平之

间作用关系的账户恒等式，其表达式［５］为：

Ｉ＝ａＰｂＡｃＴｄｅ。
其中：Ｉ、Ｐ、Ａ、Ｔ分别表示环境影响、人口数量、富裕度和技术；
ａ是模型的系数；ｂ、ｃ、ｄ分别是自变量 Ｐ、Ａ、Ｔ的指数；ｅ为模
型随机误差。可用于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的非比重影响。对

公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方程：

ｌｎＩ＝ｌｎａ＋ｂｌｎＰ＋ｃｌｎＡ＋ｄｌｎＴ＋ｌｎｅ。
由弹性系数的概念可知，该方程的回归系数反映的即是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弹性。本研究借鉴 ＳＴＩＲＰＡＴ
多变量非线性模型，分析南岭４省农业碳排放总量与其驱动
因素之间的计量关系，其模型表达式为：

Ｅ＝ｋＰａＧｂＳｃＴｄＩｅε。
为了应用回归分析确定参数，对公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到方程：。

ｌｎＥ＝ｋ＋ａｌｎＰ＋ｂｌｎＧ＋ｃｌｎＳ＋ｄｌｎＴ＋ｅｌｎＩ＋ε。
式中：Ｅ为农业碳排放总量，万 ｔ；ｋ为常数；Ｐ为人口总数，万
人；Ｇ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ＧＤＰ表征，万元／人；Ｓ为产业
结构状况，以农业贡献值计量，亿元；Ｔ为农业发展技术水平，
以农用机械总动力考量，万 ｋＷ；Ｉ为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万
元／户；ε为模型的随机误差；ａ、ｂ、ｃ、ｄ、ｅ为弹性系数，表示 Ｐ、
Ｇ、Ｓ、Ｔ、Ｉ变化 １％，分别引起 Ｅ的 ａ％、ｂ％、ｃ％、ｄ％、ｅ％的
变化［６］。

３　农业碳排放量的动态分析

３．１　农业碳排放组成结构及总量的动态分析
根据上面的测算公式和５类碳源的碳排放系数，对南岭

４省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农业碳排放总量进行估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

　　从农业碳排放总量的组成结构分析结果（表１）可知，５
种碳源碳排放量所占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比重排序在研究时间

内基本保持不变，并且大体上呈连年递增的趋势。其中，农村

用电碳排放量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化肥施用导致的碳排放

量，两者碳排放量占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近８５％；最后是
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的碳排放量，平均比重依次为５．７０％、
４６９％、３．５２％。

对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期间南岭４省农业碳排放量增速有点大，年均
增速约７．０３％，２０１２年农业碳排放总量约是１９９９年的２．４
倍。整体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３个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是
快速增长阶段，平均增速基本上是２位数，农村用电所导致的
碳排放量最大；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是波动增长阶段，增速慢中有
升，并且出现了时高时低的现象；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是缓慢增长
阶段，增速开始下降。

这些情况与国家的政策改革基本一致，１９９８年国家实施
第１批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致使农村用电所导致的碳
排放过快增长，农村电网覆盖率增大，农民的家用电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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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南岭４省的农业碳排放量统计结果

年份
农业物质的投入量

农村用电（万ｔ） 农用柴油（万ｔ） 化肥（万ｔ） 农膜（万ｔ） 农药（万ｔ）
碳排放总量

（万ｔ）
增长率

（％）

１９９９ ８０７．９９９４ ８３．９２６３ ５５９．０３３５ ８９．３５６０ １３３．６３４７ １６７３．９４９９ —

２０００ ９７１．６３７６ ８６．２９７１ ５５８．０４８４ ９１．９２３２ １３６．０５６３ １８４３．９６２６ １０．１６
２００１ １０８５．８２５８ ８９．２６０６ ５８８．５８８３ １００．８３４４ １３２．９５４３ １９９７．４６３４ ８．３２
２００２ １３２８．１６９０ ８９．３７９２ ５９９．７８３３ １１１．７５８０ １３６．９７８５ ２２６６．０６８０ １３．４５
２００３ １５８３．５３５３ ８９．９７１９ ６１１．３３６６ １１４．７１６３ １４０．４３８３ ２５３９．９９８４ １２．０９
２００４ １６６１．６７４０ ９７．５５８４ ６４７．６９７９ １３２．７９４５ １５３．７４７５ ２６９３．４７２３ ６．０４
２００５ １７１９．４２８７ ９８．４４７５ ６６７．４０１１ １３５．７５８０ １６２．２５２９ ２７８３．２８８２ ３．３３
２００６ １９０１．５６３６ １０３．０７０５ ６８９．７０１６ １３８．７５５１ １６５．２２７２ ２９９８．３１８０ ７．７３
２００７ ２１０８．４２３５ １０３．７２２５ ７０９．９４２１ １４２．３３７１ １７６．２１７９ ３２４０．６４３１ ８．０８
２００８ ２１４２．７７４３ １０７．６３４３ ７２１．４９５４ １５１．１８６１ １８３．５０５１ ３３０６．５９５２ ２．０４
２００９ ２２５６．７７３７ １１２．６１３０ ７４３．２５８４ １６１．２２７５ １８６．９２４９ ３４６０．７９７５ ４．６６
２０１０ ２３８７．００４９ １１６．２２８５ ７６０．０９５７ １６６．０７１３ １９４．４６９７ ３６２３．８７０１ ４．７１
２０１１ ２５９４．０５３６ １２０．３１８１ ７７６．７５３９ １７１．５２９５ １９７．５０１７ ３８６０．１５６８ ６．５２
２０１２ ２７２８．４３７０ １２１．７９９９ ７９２．４２６９ １８２．２７３８ １９９．８５８２ ４０２４．７９５８ ４．２７

用电量增多，这些用电所导致的碳排放也增多。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期间，由于农民负担过重，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造成

农村务农人员减少，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物质的投入使用量

增长放慢或者出现负增长，南岭４省农业的碳排放量则也跟
着变慢。２００４年后，国务院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的扶农
政策，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化肥等农村生产资料使

用量增加，相应的碳排放量也加速增长［７］。２００８年以后，由
于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水平、耕地资源保护与整理、灌溉率以

及生态保障等都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所以南岭４省的农业碳
排放量缓慢增加。

３．２　碳排放强度的动态分析
根据上面的模型，对南岭４省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农业碳排放

强度进行估算，结果见表２。

表２　南岭４省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情况

年份
农业碳排放

总量（万ｔ）
总播种面积

（ｈｍ２）
农业碳排放

强度（ｔ／ｈｍ２）
增长率

（％）

１９９９ １６７３．９４９９ ２５４５０．９ ６５７．７１７４ —

２０００ １８４３．９６２７ ２５０７０．５ ７３５．５１０９ １１．８３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７．４６３４ ２４９４７．６ ８００．６６３６ ８．８６
２００２ ２２６６．０６８０ ２４３７７．３ ９２９．５８１２ １６．１０
２００３ ２５３９．９９８３ ２３８９１．１ １０６３．１５６７ １４．３７
２００４ ２６９３．４７２４ ２４２４５．２ １１１０．９３０１ ４．４９
２００５ ２７８３．２８８２ ２４５３３．６ １１３４．４８０１ ２．１２
２００６ ２９９８．３１８０ ２２５１０．４ １３３１．９７０１ １７．４１
２００７ ３２４０．６４３１ ２２５９３．３ １４３４．３３８１ ７．６９
２００８ ３３０６．５９５２ ２２９８５．８ １４３８．５３８２ ０．２９
２００９ ３４６０．７９７６ ２３６９８．２ １４６０．３６３１ １．５２
２０１０ ３６２３．８７０１ ２４０９５．２ １５０３．９８０１ ２．９９
２０１１ ３８６０．１５６７ ２４４５７．３ １５７８．３２５０ ４．９４
２０１２ ４０２４．７９５８ ２４７４９ １６２６．２４５８ ３．０４

　　如表２所示，南岭４省的农业碳排放强度从１９９９年的
６５７．７１７４ｔ／ｈｍ２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６２６．２４５８ｔ／ｈｍ２，总体态势是
增长的，只是增长幅度时高时低，呈波动性增长。其中，在

２００１有所下降的情况下，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有所上升，之后又出
现了下降，突然到２００６年达到１个高峰，之后迅速下滑，从
２００８年后增长幅度较平稳。我国南海经济带的开发、工业化

和城镇化进度加快，使农村总播种面积减少，由此预测出未来

农业碳排放强度出现了缓慢增长的现象。

３．３　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应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以人口总数（Ｐ）、人均 ＧＤＰ（Ｄ）、农

业贡献值（Ｓ）、农用机械总动力（Ｔ）、农户固定资产投资（Ｉ）为
驱动因素原始变量，以南岭４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农业碳排放
总量为因变量，对农业碳排放总量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如表３所示。
　　可将多元非线性模型化为线性模型回归检验：

ｌｎＥ＝ｋ＋ａｌｎＰ＋ｂｌｎＧ＋ｃｌｎＳ＋ｄｌｎＴ＋ｅｌｎＩ＋ε。
　　采用双对数线性模型的估计，可以得到：
ｌｎＥ^＝－４１．１３＋５．９５ｌｎＰ＋１．１０ｌｎＧ－０．５７ｌｎＳ－０．６５ｌｎＴ－

０７３ｌｎＩ，Ｒ２＝０．９９５３，Ｒ２＝０．９９２０，Ｆ＝２９６．２１，Ｐ＝０．０００。
　　回归结果表明，南岭４省在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农业碳排放总
量关于人口总数的弹性系数为５．９５，表明人口总数增加１％，
农业碳排放总量将增加５．９５％；人均ＧＤＰ、农业贡献值、农用
机械总动力、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１．１０、
－０．５７、－０．６５、－０．７３，分别表示人均ＧＤＰ增加１％，农业碳
排放总量将增加１．１０％；农业贡献值增加１％，农业碳排放总
量将减少０．５７％；农用机械总动力增加１％，农业碳排放总量
将减少０．６５％；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增加１％，农业碳排放总量
将减少０．７３％。由此可以看出，人口总数对农业碳排放量影
响最大，其次是人均 ＧＤＰ，这些都与前人的研究成果一致。
过多的人口、高速增长的人均ＧＤＰ使我国成为碳排放最多的
国家，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因此我国的节能减

排任务很重。

４　小结

对南岭４省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的农业碳排放组成结构、总量
以及农业碳排放强度进行动态分析，并利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对
南岭４省农业碳排放总量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
下结论：第一，区域地理特点和农业机械化对碳排放组成结构

及总量有很大的影响。南岭４省多山、土壤较贫瘠，使农村用
电和化肥使用较多，因此，所导致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重最

大，基本上占总量的８０％以上。第二，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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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业碳排放总量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

年份
农业碳排放总量

（万ｔ）
人口数

（万人）

人均ＧＤＰ
（万元）

农业贡献值

（亿元）

机械动力

（万 ｋＷ）
固定资产

（万元／户）

２０００ １８４４．２２０４ ２４１１２ ０．７６２１ ２８１３．７６ ６３４３．８ ３．３２７０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７．７６６９ ２４３０３ ０．８３６４ ２８９６．９１ ６６７２．６ ３．３８７３
２００２ ２２６６．４１９９ ２４５１５ ０．９２３０ ３０００．３０ ７０２８．８ ３．４５４５
２００３ ２５４０．２４２９ ２４７３７ １．０５６４ ３１７８．１６ ７３７０．１ ３．５２８６
２００４ ２６９３．８２３１ ２４９８２ １．２５６８ ３７２４．６７ ８００２．１ ３．６７１０
２００５ ２７８３．３８４８ ２４４９１ １．５１８７ ４１６８．７９ ７９５１．４ ３．６６１３
２００６ ２９９８．５２６４ ２４８４２ １．７６４９ ４６２２．９８ ８８１０．７ ３．８２７７
２００７ ３２４０．８１３４ ２５１５１ ２．１００９ ５４６９．１７ １０１６５．１ ４．０７８７
２００８ ３３０６．７２７６ ２５４８９ ２．４４５９ ６３７９．５８ １１４３５．０ ４．３３０６
２００９ ３４６０．９９３６ ２５８２４ ２．６３１５ ６５３７．１１ １２４５２．４ ４．４８１６
２０１０ ３６２４．０１２６ ２６０８３ ３．１０８２ ７４９４．５２ １３５６９．５ ４．７１５０
２０１１ ３８６０．３３３４ ２６２３４ ３．６７０９ ８８７１．５３ １４５８３．５ ４．９６９３
２０１２ ４０２４．９４２７ ２６４１９ ３．９８２２ ９５４４．０７ １５４８１．５ ５．１４４９

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碳排放强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的农

业和工业比第三产业所导致的碳排放强度大。由农业碳排放

强度的趋势和当前经济现状可预计出，未来南岭４省的农业
碳排放强度趋向平稳。第三，人口总数对碳排放量影响最大。

南岭４省农业碳排放总量的驱动因素人口总数、人均ＧＤＰ、农
业贡献值、农用机械总动力、农户固定资产中，人口总数对碳

排放量影响最大。而这一地区由于受惠于改革开放的红利，

发展的机遇增多，使人口逐年递增；因此，南岭４省也面临农
业碳排放量持续上升的压力。

５　对策建议

既要发展农业经济，又要把污染的治理和减排降到能够

承受的合理水平，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减排压力非常大。建

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立足于当地的自然禀赋，着力于打造各地特色的低

碳农业。一是由于农村用电和化肥的碳排放量占农业碳排放

总量的比重最大，未来南岭４省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利用地区
水资源丰富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水电，减少火力发电的比

重，以此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所导致的碳排放量；此外，还可

以开发新型的清洁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二是

结合地区土地的性质以及相关因素，因地制宜，提高农作物的

化肥吸收效率；此外，还应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

投入利用效率。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效降低碳排

放强度。在产业结构升级转换方面，总的趋势应坚持“三二

一”的产业发展方针，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现代化方向

发展。利用资源环境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

服务业等环保型产业。加快电子计算机在商业外贸、金融保

险、旅游宾馆、信息管理等领域的应用，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规模、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第三，加强碳排放管理和考核，研究建立碳排放总量的控

制制度，逐步实现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的“双控”，加快建立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此外，地方政府应加大宣传，增强农村

低碳经济意识，将低碳发展的要求融入农业发展的各方面。

在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加大农村低碳农业的投入与政策引导，

加大对开发出来的低碳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引导作用，推动农

村向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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